
第 1 页

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

年代初，我有幸在物理在 学家“朝

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 丹麦哥本哈

根度过了两年。在那里，我学到了物理学的

一些新知识，至今仍感到得益匪浅。但同样

重要的是，我深为本世纪两位物理学大师

之一的尼耳斯 玻尔的爱国主义情操所感

染，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以至每当讲到爱国

主义，我总情不自禁地会想到这位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

玻尔是在 年（即从英国学习后归国的第二年）提出

了永载史册的原子结构理论，并因此于 年获诺贝尔物理

学奖的。本世纪物理学有两大创造：一是相对论，一是量子力

学。前者是爱因斯坦的贡献，后者则是玻尔为首的一批科学家

集体努力的结果。在本世纪初，丹麦几乎无物理学可言，但玻

万的国土尔决心要在人口不到 上建立起自己的物理学中

心。他婉拒了他的老师和挚友 英国的卢瑟福教授几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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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聘请，也婉拒了量子论的创始 德国的普朗克教授提人

年在哥本哈根供的“一个与爱因斯坦相当的职位”，而于

创建了自己的物理研究所。即使在研究所成立之后，国外的邀

请信仍像雪片那样飞来，既有英国皇家学会的，也有美国芝加

哥的、费城的⋯⋯ 一一拒绝，并说了“最后的话”：，但都被玻尔

“在国外能得到的经济上的报酬，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我在哥

本哈根研究所内所获得的乐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 年

初，玻尔正在美国访问，希特勒燃起的战火已经烧到丹麦，对

犹太人开始了疯狂的迫害。玻尔因母亲的关系而受到威胁。此

时，美国每一所高校的大门都向玻尔敞开，但玻尔依然执意返

回自己的祖国。

玻尔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执著的科学追求终于结出了硕

果：丹麦成了当时世界上物理学的三大中心之一，成了物理学

家心目中的“麦加”。在笔者几次对丹麦的访问中，都深深感到

丹麦人民对玻尔的爱戴。它雄辩地证明了：科学虽无国界，但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们的成就维系着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

的命运是同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对一个小国是这样，对一

个大国更是这样。

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

过，话要说回来，这个“自豪”感只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几十

年间，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记得 年曾听到过陈毅元帅

讲的故事：陈毅在留法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

太，陈毅为她让了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

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

这情景与我在丹麦的遭遇真可谓天壤之别。那时的哥本哈根

物理研究所只有 个丹麦人，外国人则有 个，其中除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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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两个中国人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绝大多数的人都

渴望了解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邀请我们的晚会真是应接不

暇，最多的一个星期有五个晚会。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哪

有中国留学生的尊严。

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

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

并在“就是”两字下面加上着重号，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

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

是国，那就可 我的人生哲学了。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

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确实，中国是穷了一点，我

当时就意识到，虽然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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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丹麦人民的生活水平，恐怕要下一代了。不过，正因为有

差距，才更需要我们去努力！一国兴旺，教育是本，我们需要有

炼铁成钢的炉子。因此，我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

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

的炼钢“炉子”，决心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

的实验室，使我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

应有的席位。这似乎是一种梦想，然而却是一个非常诱人的

“梦想”，以至使我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也屡次婉拒国际同行们

的重金相聘，为实现这个诱人的“梦想”苦苦追求不已。

从丹麦归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受了各种曲折。但

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错误，使中国历史

翻开了新篇章。我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

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

一，可是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至少已有十个串列加速器实

验室，它们都是在 年代建立起来的。我所在的实验室，经过

同事们多年的共同奋斗，终于在 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

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

理博士已从这里诞生。

我的“梦”实现得晚了一点，曲折了一点。但曲折的途径使

我见到了更多的榜样。艰难的历程更能锻炼人、磨炼人。我所

处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例如人们所尊敬的谢希德教授，

年从国外归来，为开创我国半导体事业费尽心血， 年

的磨难并没有使她意志消沉，相反，她更积极了，为祖国的明

天在日夜忙碌。再譬如，我在沙漠戈壁滩遇到的邓稼先教授，

是那么谦虚、那么简朴。他 年代初从美国归来后就鲜为人

知，但他为祖国的核科学献出了自已的毕生精力。他与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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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同年代的人，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决不是能用诺贝尔奖

所能表达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安徒

万人口的生、玻尔使 小国闪闪发光，同样，以邓稼先为代

表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使我们这个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世

界民族之林又重放出青春的光华。

我的“梦”还未做完，因此还要苦苦地追求下去。我盼望与

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人

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核物理 年 日生于上海（原籍月 浙杨福家 学家。

江镇海）。 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任该校

教授、校 年当长，兼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领导、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

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完成一批在国际上受到

重视的工作。在原子核能谱学方面，实验上发现的一些新能级

数据 年来一直被国际同行采用；在级联衰变方面，给出复

杂能级的衰变公式，概括了国内外已知的各种公式，较广泛地

用于放射性厂矿企业，并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了图心

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领导实验组用 共振吸收法发现

；了国际上用此法找到的最窄的双重态 在国内开创

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首次采用双箔（直

箔加斜箔）研究斜箔引起的极化转移，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

用单晶金箔研究沟道效应对极化的影响，确认极化机制；在国

际上首次把运动电场用于束箔机制；参与的实验组在国内首

先开展激 离子束相互作用研究，并精确地测定了一些光束

参数。所著《原子物理学》获 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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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兢业业为祖国工作

出生于我 世纪初叶。父母亲老年

得子，又加我身体瘦弱，对我管教格外严

厉。不许我上体操课，体操成绩因此总是零

分。我从小只是体育场边的观众。 多岁

时，才迫切感到锻练身体的需要，开始学游

泳、滑冰，虽然晚了一些，仍然受益匪浅。

岁那年进入诸暨县立中学读书。四

年后中学毕业，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年秋进入数理

化部就读。 年春，我提前半年修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

学分。次年取得了东南大学毕业资格。

年夏，北京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教授

前往任教。他邀我和施汝为一同前往清华。叶企孙教授为人

严肃庄重，教书极为认真，对我的教学、科研都有很深的影响。

看到国内水平与国外的差距，我决定出国留学。靠自筹经

费于 年去美国留学。除三年教书的工资结余及师友借助

外，还申请到清 美元。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

到美国后，我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院，师从密立根（

）教授进行实验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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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立根教授起初给我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

两年内得出结果，就可以取得学位。我感到这样的研究过分顺

利，把这个意思告诉密立根教授，问他能否换一个可以学到更

多东西的题目。密立根教授尽管感到意外，但还是给我换了一

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并说个“硬 “：这个题

目你考虑一下。”说是这么说，这次实际上是不容我再考虑的。

偏偏我过分老实，觉得测量吸收系数还嫌简单，竟回答说：

“好，我考虑一下。”密立根教授一听，当场就发火了，说道“：这

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做还

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我连忙

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回想起来，密立根教授为我选择的这

个题目，不仅能学到实验技术，物理上也是极有意义的。这一

点，我在以后才逐渐有深刻体会。

我便开始作硬 射线吸收系数的测量。实验室工作紧张

时，我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乘夜深人静，通宵

取数据。 年底我将结果整理写成论文。但由于实验结果

与密立根教授预期的不相符，他不甚相信。文章交他之后两三

个月仍无回音，我心中甚为焦急。幸而替密立根教授代管研究

生工作的鲍文 ）教授十分了解该实验的全过程，

他向密立根教授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文章才得以于

年 月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当我在加州作硬 射线吸收系数测量时，英、德两国有几

位物理学家也在进行这一测量。三处同时分别发现了硬 射

线在重元素上的反常吸收，并都认为可能是原子核的作用所

引起的。

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我想进一步研究 射线与物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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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机制，打算设计一个新的实验，观察并测量重元素

的散射。当对硬 时虽然离毕业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由于有

了第一个实验的 年春天开经验，我还是决心一试。我于

始用高气压电离室和真空静电计进行测量。这个实验一直忙

月才算结束。实验结果首次发现，伴随着到当年 硬 射线在

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特殊辐射，并且还测得了这

种特殊辐射的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它的角分布大

致为各向同性。我将这一 射线的散结果写成第二篇论文《硬

射》，于 月发表于美国年 的《物理评论》杂志。

说来有趣，在评论论文时，密立根教授还记得我挑论文

题目的事。说：“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给他这个题目，

他还说要考虑考虑。”惹得同事们哈哈大笑。不过，他们对我的

论文是满意的。后来，密立根教授在他 年出版的专著《电

子、质子、光子、中子、介子和宇宙线》中还多处引述了我论文

中的结果。

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揭示了一种新的相互作用机制。但

是，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具体机理。与我同时在加州

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还有安德孙 ，他对这

些结果很感兴趣。到 年，安德孙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

中发现了正电子径迹，人们才逐步认识到：三个实验组同时发

现的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 射线经过原子核附近时转化为

正负电子对；而我发现的特殊辐射则是一对正负电子湮灭 并

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

关于对我这部 工作的评价，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杨振宁教授花了不少精力，收集

整理资料，于 年写成文章发表，帮助澄清这段历史，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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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感激杨先生为此所作的许多努力。

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尚在国外，国难当头，心中焦

急，决心尽速回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大学正在成

长过程中，师生全都非常积极。叶企孙教授从理学院调任校务

委员会主任。物理系还有萨本栋、周培源等多位教授。这个时

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大家齐心协力，进行教学和科研，办

好物理系，实为难得。

“七七事变”之后第二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三校共同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我便在那里任教。这期间，

我还 密勒计数器作了一些宇宙线方面与张文裕教授用盖革

的研究工作。可是，随着战局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由于

物价飞涨，教授们不得不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我自制些肥皂

出售，方能勉强维持。加上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课程进行中，警

报一响，大家就得立即收拾书包，骑车去找防空洞。家人则更

是扶老携幼逃往城外。开始人们以为很安全的城墙根很快被

炸为废墟。华罗庚先生甚至被爆炸的土块埋住后逃生。尽管

如此，西南联大聚集了各地的许多人才，教学工作在师生的共

同努力下一直坚持进行，也的确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

年冬，我应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邀请，离开西南联大，赴重庆

担任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

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

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去参观。那时中央

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

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钱数实在太少，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

设备，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

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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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静电加速器的制造。半年后，为了进一步学

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当

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

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

为人极其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

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半年后，为了寻找厂家定制

加速器部件，我又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该研究

室主任罗西（ ）欢迎我到他那里工作。他很了解我的工

年他的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作。 雾我拍的云

室照片。与此同时，我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

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这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

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也换

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

备的开支。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花了整整两年时间。

年，我开始作回国的准备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自然是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

材。我利用 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重新

联系轮船公司 设法将器材从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仓库里取出

来，办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没想到，联邦调查局盯上了这

批仪器设备。他们不但派人私自到运输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

州理工学院去调查。幸好，加州理 教工学院的杜曼

授为人正直，告诉他们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虽然如

此，他们仍然扣去了部分器材。就这样，我在美国定制的这批

器材装了大 多箱，总算能装船起运了。小

年春天，我准备返回祖国。但是，这时中美之间的通

航却已中止了。经过 个多月的等待，我与一批急于回国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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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员终于得到了 月底在洛杉矶登上了开往中国签证，于

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可一上船，联邦调查局的人又来找麻

烦，把我的行李翻了一遍，偏偏扣留了我最宝贵的物理书籍和

期刊。轮船终于开动了，旅途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船到横滨，

我和另外两个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人又被美军便衣人员叫

去检查，硬说我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随身行李一件件查，我

的工作笔记本都被抄走了。三个人就这样被关进了日本的巢

鸭监狱。同时，台湾当局则派各方代表威胁利诱，说只要愿意

回美国或去台湾，一切都好商量。我那时回国的决心已定，反

正除了中国大陆我哪儿也不去。直 月，在祖国人到这一年

民和国际科学界 同行的声援下，我们才获得释放。经历数月的

磨难，我终于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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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费尽心机与艰难购置的一点器材，大都安全运

回了国内。 年装配完成我国第一台 质子静电加

速器。同时，我们还研制了一台 的高气压型质子静

电加速器。在建立实验室和研制加速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学

习了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核物理实验方法，而

且在工作中培养了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一批中青

年科技骨干迅速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扩大科研队伍，提高队伍的素质，中

国科学院于 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我兼任近代物理系的

主任。由于与研究所的密切联系，使近代物理系得以较快地建

立起专业实验室，开设了 谱仪、气泡室、 共振散射、穆斯堡

尔效应、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我们很注意培养方法，尽可

能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得到发展，培养出一批理论

实验并重的人才。科大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与国内一流大学获

同等声誉，实非易事，广大师生员工为此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因“特嫌”而被隔离审查。被审查期

间，我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也对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回顾

与思考。我想，一个人能作出多少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

定的。由于我才能微薄，加上条件的限制，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

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私利，没有虚度光阴。

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看着中国自己的高能加

速器破土动工、建成出束，看到中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起来，队

伍不断壮大，真是感慨万千！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

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

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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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月年 日生于浙江赵忠 核物理学家。 诸暨尧 。

年考 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建为东南大学）

东南大 年赴美留学。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助教。

年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 曾与欧洲

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几位学者同时发现 吸收”。首先

在硬 射线被铅散射的实验中发现“特殊辐射”是正负电子对

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是发现正电子的前奏。

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校

教授。 年赴美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研究，并为国内设计

和加工质子静电加速器，选购和订制实 年当选验设备。

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年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回国，并带回

当时国内尚无条件制备的上述器材。 年起当选为第三届

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　 年被

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五六十年代主持建立中

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主持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加速器，并

进行原子核反应的研究。为开创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和培养

射线核物理研究人才作出重大贡献。发表《硬 和原子核的相

互作用》等研究论文数十篇，并主编《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等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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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

得 年），我还岁那年（记 即 在

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北平孔德学校读书

（“孔德”是取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的

姓 的译音）。有一天，我偶尔读到

孙中山先生著的《建国方略》，书中把未来

中国的蓝图描绘得十分鼓舞人：以兰州为

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

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涵洞，立见光明。可是合

上书本一想，由落后到富强，由黑暗到光明，其间有多么长多

么大的空白要去填充啊！朦胧中感到有责任响应孙先生的主

张。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了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

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于是我决意集中精力学习数学与

物理，以备考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

直接投身未来光明中国的建设。

家父（钱玄同）对我们的学习兴趣从不干涉。他的原则是：

“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

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

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然后定改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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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后，欣然支持。不过，他提醒我：南洋大学

用的是英文课本，而我在孔德学校学的外语是法文，恐难适

应。因此， 年我于孔德学校高中部毕业时，先考进了北京

大学理科预科，以期英文适应后再考南洋大学。

在年轻人心目中，诱人的事情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

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而诱人的学科，尤其在本

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该学科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

在这个时候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那时，北大理科常请清华

的教授（如吴有训、萨本栋先生）来讲授近代物理和电磁学。他

们授课不照本宣科，对于基本概念和难懂的关节点重复地讲

解，还边讲边演示，使初学者听得清晰，记得牢。一次，吴先生

讲“振动与共振”，他在讲堂横拉了一根长绳，在等距离地方垂

下一根根短线，短线上各系着一个用过的大号干电池，共挂了

节电池。他表演时，先在横绳垂直方向推动第一节电池，第

一节电池便开始作单摆运动，不一会儿摆动逐渐减弱，而第二

节电池则开始自动摆动起来，以后各节也依次摆动起来。这些

用最普通的试验器材作的形象表演，非常生动地显示了简谐

运动和共振现象。在刚学力学时，简谐运动和共振现象都是比

较难懂的概念，但经吴先生讲解和演示后 道理就比较容易懂

了。这样，我的学习兴趣又渐渐转向了物理。 年，我便改

变学工科的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很巧，就在这一年的 月，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

，根据从法国传来的伊莱娜 居里（ ）和弗

莱德 居里约里奥里克 ）夫妇提供的实验

结果，进行一系列实验，证实了她（他）们发现的所谓“类似于

射线在电子上散射的康普顿效应”，并且宣布该效应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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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 中子，从而获得了此种辐射中含有一种新的粒子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约里奥一居里夫妇本来早于查

德威克一个多月作出了发现中子的实验结果，就是说已经在

事实上发现了中子，可惜的是约里奥一居里夫妇没有在理论

解释上跨出这一步，因而使这项划时代的重大发现，从自己的

手中溜掉了，成为科学史上一大憾事。后来，约里奥先生还亲

自和我说起这段往事，他说“：真笨死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摆

在那里了，我们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呢！”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值得庆幸的是，约里奥 居里夫妇由于发现人工放射性，

也获得了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还巧的是，我 年从清华毕业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工作，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约莫过了半年时间，在严

济慈所长鼓励下，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

考试，当时有镭学、流体力学和微生物学各一个名额。结果我

考取了镭学名额，是到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

居里实验室，而且指导我博之一 士论文的导师正好又是

约里奥一居里夫妇。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

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这是何等幸运！

然而，现实的中国却是如此不幸。正当我赴法行期在即，

芦沟桥事变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中国人的脊梁；当局又

是那样腐败无能，什么民族气节和国格，一切荡然！民众的心

在剧痛，在流血！加之家父由于忧愤国势，高血压病骤然加重，

凶吉难卜。我踌躇了：国难家患临头，我能忍心离去吗？

父亲察觉了我的心思，强忍着痛苦和离愁劝导我：“这次

出国，是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

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



第 17 页

年夏啊！”就这样，我在 秋之交，经过一个多月的海轮航

行抵达巴黎。没有料 年，还经历了到在这里竟工作、生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颠沛流离⋯⋯。

一个外国科学工作者在法国晋升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

“研究导师”高职，又获得了一定的荣誉，很自然，周围的人们

都据此以为我们会长期在这里工作下去。但是，我和泽慧的想

法很明确：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她贫穷落后，更

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于是，我于

年初夏向约

里奥先生和伊莱娜

夫人郑重提出回国

要求。他们尽管很

舍不得我们走，为

我们离去而婉惜，

但听了我们的陈述

之后，都表示理解，

赞成我们的决定。

约里奥先生说“：我

要是你的话，也会

这样做的。”他们把

当时还很保密的重

要数据告诉了我

们，还将一些放射

性材料及放射源交

给我们带回国。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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